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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贵州省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五年排名全国第一，因此，本文在全要素生产率视

角下，运用贵州省2012~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及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以上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为贵州省充分发挥

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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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 key driving factor for improv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914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914
https://www.hanspub.org/


张晓柔 
 

 

DOI: 10.12677/ecl.2025.1461914 1690 电子商务评论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rowth rat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Guizhou 
Province has ranked first in the country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is article uses panel data from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Guizhou Prov-
ince from 2012 to 2019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Guizhou Provinc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Gui-
zhou Province, leading to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
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
tivity, and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Guizhou Province to fully leverage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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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长的奇迹，在 2011 年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 年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还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但一方面，当前整个世界经济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问题严峻，另一

方面，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还面临着全球疫情冲击，许多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正

处于疫情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国内外各种形势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经济平稳运行并且提速增质存在挑

战，因此，坚持探寻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保持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就尤为迫切和必要。 
各个城市作为一个国家的组成单位，其发展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极其关键的。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下，

转变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每个城市的实际经济情况和条件都不

相同，这就更加凸显了研究单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从各个具体城市出发，因地制宜制定经济发展

战略，发挥各个不同城市的优势，补齐各个城市的短板，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极为关键的。 
贵州是我国矿产资源第一大省，西电东送的主力军，贫困人口最多，对国家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从 2012 年 1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 2
号)文件后，贵州大力贯彻落实国家思想，奋发进取、积极发展经济，贵州因此迎来了黄金发展的十年。

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书写出了“千年之变”。作为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的贫困人

口、贫困面积、贫困程度都创下了全国之最，但经过努力，192 万人搬出贫瘠之地，创造了搬迁人数和减

贫人数的全国之最。党的十八大以来，66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实现了从解决温饱、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

的历史性跨越。另外，贵州还具有一系列的成就，为国家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例如，在西部地区率先

实现县县通高速、农业增加值增速连续 4 年位居全国前列、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六年排名全国第一，GDP
增速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三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其作为西部相对落后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

经济增长还存在很多问题。对于贵州经济发展，网上有不同的言论，认为贵州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粗放型

的，即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来带动贵州经济的增长，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主要还是一些传统工业、

旅游业、白酒等产业，而不是一些新兴产业，另外，也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资源等制约因素以及

各种突出矛盾，经济增长的质量还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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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变和质变是辩证统一的，量变是经济增长的目的，而质变是本质要求[1]。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是处于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质态，高质量发展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真实需求[2]。数字经

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深刻改变甚至重塑着经济发展方式，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而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引发了经济的整体性深刻

变革[3]。当前，数字经济依托计算技术进步、通信技术进步以及大数据技术进步逐渐兴起和发展，成为

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4]，其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赋能，依托数字技术催生出新产业

和经济发展新模式，是实现当前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驱动力[5]。 
中国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已有了明确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201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额为 9.49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20.30%，2022 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为 50.2 万亿元，占我国 GDP 总量的比重为 41.5%，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

来越大。从 2011 年到 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的年均增长率为 16.35%，高于同期 GDP 的名义增长

率。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积极抢抓大数据发展机遇，把发展数字经济作

为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激发实体经济新动能、培育数字应用新业态、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为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新国发 2 号文件赋予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的战略定位，要求贵州深

入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为

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中国建设探索经验。当前，数字经济成为各国重塑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抉择，贵

州乘势而为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上抢新机，加快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

领的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推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取得新突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1
年，贵州数字经济加速突破，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达到 34%、增速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但在贵州经

济高速增长的背后，贵州省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真的推动了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吗？作用有多大？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与要素投入数量无关的量，被当前学界认为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优秀指标，因此

在当前形势下，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来研究数字经济对贵州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必要的。 
国内外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文献主要是从理论和行业以及部门方面进行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以及部门和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方面，还有小部分是从区域和

国家层面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很少有城市方面的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只研

究过极个别城市。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有结构转换，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情况，R&D
投入，财政分权，人才配置，金融科技创新，产业聚集，数字经济等。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

率的研究结论是不一致的。一是数字经济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张腾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的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但降低了我国经济的稳定性[6]。张永恒和王家庭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改善要素错配水

平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7]；邱子迅和周亚虹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研究表明数

字经济可以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8]。Pan 等表明数字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相关关

系，且数字产业发展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9]；徐伟呈等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表明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对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其中对第三产

业的促进作用最显著[10]。Chang 等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明数字经济对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11]。二是数字经济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Michales 等通

过分析 11 个国家 25 年的宏观数据集，认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快速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导致技能需求极化，

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2]。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但结论仍存在着一定争议。

而且多数研究从国家，省级，部门，地区面板数据展开分析，较少使用城市面板数据，而较大的样本地

理范围不利于有效评估数字经济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通过贵州省六个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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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9 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贵州省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从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从而丰富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相关研究，并为贵州从而国家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关

参考。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采用了 DEA-Malmquist 指数法计算各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拓展了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与使用范围；二是通过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城市层面分析贵州省数字经济对全

要素生产率从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集中于国家，省级，部门，地区面板数据展开

分析的不足。三是通过具体城市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集中于国家，部

门，地区等高质量发展，为根据城市具体情况，因地制宜促进城市从而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贡献。 
本文剩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节是研究设计，第四节是实证结果与

分析，第五节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全要素生产率的简称是 TFP，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提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分为各生产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5]，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则为要素的效率，它是一个余值，因此又被称为索罗余值。它是投入产

出中与要素投入数量无关的那部分产出，而是由技术带来的那部分产出，通常产出增长率中扣除了要素

投入增长率后的剩余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目前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有加权指数法、超越对数

生产函数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索罗余值法以及数据包络分析法。 
(二) 数字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条路径：一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应用使得生产要素向知识密集型转变[13]。数据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通过精准分析市场需求、优化生产

流程和预测风险，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数字经济时代广泛的信息共享效应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

加快了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促进协同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三是数字技术创新减少资源错配，使得

企业生产更加灵活，产品供需匹配效率提高。由此提出本文假说。 
假说：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3.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借鉴赵涛等[5]的研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

模型对此进行检验，构建的实证模型如下所示： 

0 1 2 3 4TFP DE Sgdp Pgdp Sceduit it it it it i t itα α α α α λ η ε= + + + + + + +  

其中，下标 i 表示地级市，t 表示年份。TFP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地级市 i 在 t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α0 为常数项；DEit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各地级市在 t 年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Sgdpit、Pgdpit 和

Sceduit为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控制变量，分别为地级市 i 在 t 年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状况和科

技支出。λi为城市固定效应；η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α1是本文关心的估计系数，若 α1 > 0
且显著，则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计算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 指数最早在 1953 年被 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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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mquist 提出，当初他是用此指数来刻画跨期的消费的变化，后来这个指数在 1982 被 Christensen，Caves 
和 Diewert 作为测算生产率的一种方法，来分析不同时期的生产率的增长。后来 Malmquist 指数又被法尔

等人基于 DEA 进一步发展，被当代研究广泛性用。其原理如下： 
假定每一个时期 t 都有相应的技术水平 st将 xt转化为 yt，其中 xt是要素投入，yt是产出，其表示为： 

( ){ }, :t t t t tS x y x y= 可以生产  

定义 t 时刻的产出距离函数为： 

( ) ( ){ }, inf : ,t t t t t tD x y x y sθ θ= ∈  

其表示给定投入量 xt，产出 yt可以等比例扩大倍数的倒数，另外，定义一个跨期的距离函数则为： 

( ) ( ){ }1 1 1 1, inf : ,t t t t t tD x y x y sθ θ= ∈＋ ＋ ＋ ＋  

它表示以 t 时期的技术水平为参照，给定 xt+1 时，yt+1 可以等比例放大倍数的倒数。根据这种规律，

( )1 ,t t tD x y+ 则表示以 t + 1 时刻的技术水平为参考，投入 xt，yt 可以等比例扩大的倍数，由以上可以得到

Malmquist 指数的表达式： 

t 时期： ( ) ( ) ( )1 1 1 1, , , , ,t t t t t t t t t t tM x y x y D x y D x y=＋ ＋ ＋ ＋  

t + 1 时期： ( ) ( ) ( )1 1 1 1 1 1 1, , , , ,t t t t t t t t t t tM x y x y D x y D x y=＋ ＋ ＋ ＋ ＋ ＋ ＋  

为了避免基期选择不同，从而生产技术的参照不一样，用上述两个时期指数的平均值作为从 t 时期

到 t + 1 时期的生产率变动，则 Malmquist 指数表示为： 

( ) ( ) ( ) ( ) ( )( ) 1 2

1 1 1 1 1 1 1 1, , , , , ,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M x y x y D x y D x y D x y D x y 
 ×＋ ＋ ＋ ＋ ＋ ＋ ＋ ＋＝  

此即表示一个投入产出系统从 t 期到 t + 1 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如果该值小于 1，则表示

全要素生产率不变，如果等于 1，则为不变，若大于 1，则为提高。根据上述原理，t 到 t + 1 时期的 Malmquist
指数从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动是 t 时期与 t + 1 时期的 Malmquist 指数的平均值，其中涉及到四个距离

函数，因此，要想计算 Malmquist 指数从而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须通过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和四

个距离函数的线性规划先算出四个距离函数的值，此过程通过 DEAP2.1 程序即可直接完成。 
实际产出：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 DEA 模型对投入产出变量的要求，本文选取的产出指标是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

值，其被认为是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美好指标，大多数研究都采用其来代表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有两个，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劳动。资本反映了在当时产出状态下

所对应的资本生产能力，也即是在生产过程中所提供的是服务流而不是存量数据，但是对服务流量很难

界定而且不易测算，因此只能用资本存量来代表资本投入，而统计局网站上没有现成的资本存量数据，

只有自己计算，计算资本存量的方法很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采用现在大多数研

究所运用的永续盘存法来计算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 ) 11t t t tK I Kδ −= + −  

因此，要想计算出资本存量 Kt，就必须先确定基期资本存量、折旧率 δt、投资价格指数以及当年实

际投资 It。对于基期资本存量，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方法，各种方法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但是在对于基期的

选择上，基期资本存量仅对随后的几年有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影响会越来越小，因此本文以 2000 年为

基年，采用张军的方法，用基期的投资数据除以 10%作为各地级市和贵州的基期资本存量。对于折旧率，

经济学者在研究时都是假定一个不变的折旧率，但是不同的学者假定的折旧率不相同，本文采用张军的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914


张晓柔 
 

 

DOI: 10.12677/ecl.2025.1461914 1694 电子商务评论 
 

方法，选取折旧率为 9.6%。对于当年的投资数据，各个学者采取的方法和选择的代替指标也不尽相同，

比如，谢千里选用工业新增固定资产，王小鲁选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张军选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即数据记录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本文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当年的投资数

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各市州历年的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我们需要将当

年的名义投资数据换算成实际的投资，这就要用到投资价格指数，当然，每个学者采取的指标和方法都

不相同，考虑到各地统计网站上记录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了研究的便利和可得性，本文采取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投资价格指数指标。对于劳动投入，劳动投入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量，

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5]，但这样的数据基本不可能获得，因此在实际研究中通常采用劳动

投入的数量来发挥劳动要素的投入，其不能衡量劳动投入的质量，因此可能会低估劳动投入的贡献，但

是由于中国对劳动投入数据统计的不全面，考虑到数据的可得和研究的方便，本文用各市州历年年末从

业人口数来代替资本投入数量。 

4. 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赵涛等[5]与韩璐等[14]的研究，结合城市层面相关数据可获得性，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普

惠两方面对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对于城市层面的互联网发展测度，采用互联网普及率、相

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四个方面的指标。以上指标的原始数据均可从《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中获得。对于数字金融发展，采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

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15]。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将以上 5 个指标的数据标准化后降维处

理，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记为 DE。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Chinese cities 
表 1.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数字经济综 
合发展指数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 + 

互联网相关产出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 

数字金融普惠发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5. 控制变量 

根据何凌云等[16]和韩璐等[14]的研究，选取产业结构(Sgdpit)、城市经济发展(Pgdpit)、科技支出

(Sceduit)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城市固定效应(λi)和年份固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与测量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measurements 
表 2. 变量定义与测量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变量取值方法 

被解释变量 TFPit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解释变量 DEit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综合指数 

控制变量 

Sgdpit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Pgdpit 经济发展状况 地级市人均 GDP 

Sceduit 科技支出 科技投入与地方财政支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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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2~2019 年贵州省六个地级市的城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只选取了贵州的六个地级市。选取时间区间 2012~2019 是因为考虑到 2012 年召开十八大以后贵州数

字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贵州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其经济增速多次位居全国前三，贵州迎来了黄金发展

的十年，而本文正是想通过这八年的数据和贵州的经济发展现状，找到贵州省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由于时间问题，最近几年的数据统计网站上统计得还不够全面，数据比较缺

乏。另一方面，2020 年世界范围内爆发了疫情，其数据也会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的

时间序列只到 2019 年。其余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各种投入产出数据以及计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的评

价指标体系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国泰安

数据库，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和公报，并利用线性插值法补齐了缺失的部分数据。 

6.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下表 3 所示。由表可知，全要素生产率的最小值为 1.077，最大值为

1.196，平均值为 1.143，说明目前地级市之间 TFP 水平差异不大，但总体水平还较低，且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Sgdpit)较低，说明以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水平还较低。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的最小值和

最大值分别为 0.003 与 0.04，说明各地级市的科研投入水平差异较大。数字经济综合指数最大值为 0.183，
最小值为 0.0266，平均值为 0.0715，反映了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总体水平低下的问题较为突出。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Pit  48 1.143 0.028 1.077 1.196 
DEit  48 0.072 0.034 0.027 0.183 

Pgdpit  48 36160 17031 11962 81995 
Sgdpit  48 39.64 8.338 26.09 61.13 
Sceduit  48 0.014 0.010 0.003 0.040 

 
(二)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数字经济对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如下表 4 所示。列(1)仅引入了一个控制变量，

列(2)在(1)的基础上多加入了一个控制变量 Sceduit。每次回归中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均已被控制。列(1)和
列(1)中 DE 前系数都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均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贵州省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升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Sgdpit)、城市经济发展状况(Pgdpit)前系数

均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和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由此，本文假说得到验证。 
 
Table 4.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Guizhou province 
表 4. 数字经济对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1) (2) 

变量 TFP TFP 

DEit 0.652** 0.656** 

 (2.0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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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gdpit 0.002** 0.003* 

 (2.19) (1.93) 

Pgdpit 0.000*** 0.000*** 

 (4.85) (4.59) 

Sceduit  0.068 

  (0.10) 

常数项 1.134*** 1.130*** 

 (23.49) (18.48)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调整后的 R2 0.6841 0.6842 

样本数 48 48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 z 值。 

7. 结论与建议 

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深刻改变甚至重塑着经济发展方式。本文利用

2012~2019 年贵州省六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

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所得结论为：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贵州省全要素生产率。 
结合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推动大数据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全国首

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应该推动大数据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证结果表明，国家级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建立使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17]。因此，应把推动大数据平台建设作为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第二，大力推动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贵州应该紧密结合实际，

提质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构建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把大数据融入到传统

制造业中去推动其国际化、智能化、绿色化，创新机制和技术，提高产品制造质量和效率，降低成本，提

升其竞争力，实现国内国外双基地的发展格局，使其走绿色、高效、低碳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实现工业

高质量发展。第三，贵州应牢牢把握住自身发展大数据的独特的先天、先发、先行优势，始终把大数据

作为新常态下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力量。在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发展数字经济的条件下全力

推动数字经济和大数据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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